          论李贽对汤显祖的影响    (作者校正稿）
邹自振

被喻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汤显祖，其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那正是朝廷腐败堕落、社会动荡不安的明代中晚期。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汤显祖以“真人”、“真龙”、“真品”自勉，恪守耿介率真之人格，拒绝宰相辅臣的拉拢，蔑视高官贵胄的腐朽，坚持以德治邑、勤政爱民，高扬“情至”、“尚真”之大旗，直至临去世前，仍以“真人”明志。他说：“人自有真品，世自有公论”，
 “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真者也。”
这绝不可看作是汤显祖自我褒扬之词，而是当之无愧的。

而同时代的思想家李贽也喜谈真人，其“童心说”表现了对真人、至文之喜爱，对假人、假文之厌恶。所以当“真人”汤显祖遇到讲“真”理之李贽时，将激发汤显祖怎样的创作灵感呢？可以认为，汤显祖的“情至说”正如袁宏道的“性灵说”一样，都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对李贽“童心说”的呼应。通过比较“童心”与“情至”，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提倡真情、肯定人欲、崇尚真色上存在相互契合之处。而这三方面并不是零散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提倡真情，反映到实际生活中也就是肯定人欲，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崇尚真色。而肯定人欲、崇尚真色既是提倡真情的必然结果，它们的最终指向也是真情。

一、“真”理启示“真人”

首先，“童心”与“情至”都提倡“真情”，反对“假理”。
李贽在其“童心说”中集中反映了他的文艺思想，其核心是提倡“‘真情’，反对‘假理’”。什么是“童心”呢？李贽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这就是说童心也即真心，就是世界上初生儿童之心，它没有一点虚假成分，也不懂得矫揉造作，更不会虚与委蛇，那是最纯洁最干净的心灵，丝毫没有受到社会上任何不良风气的影响。“绝假纯真”，即不受道学等处“道理闻见”的蔽障和干扰；“最初一念”，指人生固有的私欲，所谓“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而“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成了一个“言假言”、“事假事”的伪君子。
对于李贽所谓的“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般的真情实感，它具有某些形而上的意义，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亦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谓的人类都有“怕黑的集体无意识”一样，“怕黑的集体无意识”表现的是人类共同的对黑暗的恐惧。而“童心”则表现的是人所共有的对真的向往，对美的喜爱。童心之美，也就是人性之美、自然本性之美。
李贽不仅赞颂童心之美，而且反对障碍童心的“道理闻见”。具有童心的人之所以越来越少，出于童心的文章之所以越来越难见，就在于：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而这种“道理闻见”指的又是什么呢？结合明代的社会背景我们知道，那是与童心格格不入的，是与道学家们所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由此而发的对人性束缚极深的各种传统观念而言的。童心是人的最初的天然本性，“道理闻见”是遮蔽童心的外在束缚之物。这样的观点在汤显祖的“情至说”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痕迹。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突出地强调了其主“情”的思想观念。在讲到“情”之起源时，他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何以会“不知所起”呢？用汤显祖自己的话就是：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

正因为“情”是人生所共有的自然赋予人的天性，所以也就不知它从何而起，而且不仅是人，世界上的一切生物，无论是凤凰鸟兽，还是巴渝夷鬼，而人作为万物之灵长，自然更具有这种天性。
在汤显祖看来，这种“人生而有之”的“情”往往会受到“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的“形骸之论”所束缚。不仅有有形的“形骸之论”，更有无形的“恒以理相格耳”。（引文均见《牡丹亭题词》）不仅不能得到合理的表达与宣泄，而且还受到压抑与限制。在这里，“情”已不仅仅代表人世间的男女私情了，而是人性的象征，也就是李贽所说的没有受到“道理闻见”遮蔽的“童心”，情之“生而有之”，也就是童心之“最初一念”。情之被理所格，也亦如童心被“道理闻见”所障。情与理的对立，也就是“童心”与“道理闻见”的对立。
其次，汤显祖的“情至说”和李贽的“童心说”都反对把理和欲对立起来，肯定人欲、表现人欲成为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理学家们所倡导的那种扭曲人欲的说法都遭到他们激烈的批判。在这里，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当时统治阶级所规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在理学家看来，“人心”就是人情私欲，“道心”就是“天理”，要使“人心”常听命于“道心”，也就是“灭人欲，存天理”。程朱理学从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角度出发，无所不尽其极地压制人欲，希望人们都遵循礼教的条例做一个知礼义、守法度的顺民。北宋的程颢、程颐就认为：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从以上所云，我们不难发现程朱理学家们在情与理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他们不仅将情与理对立起来，而且把情说成是恶的，把理看成是善的，最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然而，汤显祖对“道心”作了一个与宋明理学家绝然不同的解释。他说：“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又说：“夫以欲闻道而伤其平生，此予所谓有深情，又非世人所能得者也。”
在汤显祖看来，正是“非世人所能得者”的品德与“深情”，才是具有“道心”的表现。
李贽受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答耿中丞》）。在其《童心说》中，李贽提出：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

即是说一切美的事物，一切真正的艺术创作，都只有出自“童心”，表现“童心”，符合“童心”，才成其为美，舍此无它。这种“童心自文说”的文学观，肯定的是人欲，追求的是人欲，表现的也是人欲，它要求以人性作为批评衡量作品的标准。李贽肯定《西厢记》，肯定《水浒传》，肯定当时的民歌，都直接根源于这一点。
汤显祖则是从 “情”这个层面上肯定人欲，反对理学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就是一个情、欲结合的艺术形象，杜丽娘身上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杜丽娘的父母杜宝夫妇和私塾老师陈最良分别代表了顽固不化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迂腐不化的封建教育体系。他们是具有历史真实的“福斯塔夫式背景”。
杜丽娘“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对美的追求和对爱的渴望，使她终于在梦境中，经由花神的指点与庇护，与梦中情人柳梦梅共坠爱河。在这里，灵与肉同时得到了释放与抚慰。
从《惊梦》一出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并不像理学家们严禁情、欲之辩。杜丽娘就是情与欲的结合体，无论是伤春游园、思春梦遇，还是荐枕欢洽、无媒自合，直至“写真”、“闹殇”、“幽媾”、“魂游”等与柳梦梅之间生而死、死而生的真情，都是理学家们所深恶痛绝的人欲。无怪乎他们痛斥“此词一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其间点染风流，惟恐一女子不销魂，一方人不失节”。（黄正元《欲海慈航》）然而它却温暖了不知多少女性的心房，在杜丽娘身上无疑寄予了她们不尽的希望。
结合明代的社会现实，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何《牡丹亭》具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为何汤显祖的“情至说”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思想意识毕竟只是上层建筑，用程朱理学来遏制人欲过于抽象，在那些士大夫眼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反映到现实社会中便是用太后、皇妃的《妇鉴》《女训》来教化妇女。此外，树立贞节牌坊更不失为一种更为直接、更有模范可循的方法。《明史·烈女传》中实收308人，全国的烈女人数则有万人之多。在统治阶级对妇女进行高度防范和管束的同时，他们却过着荒淫无耻、纵欲无度的生活。在那一块块贞节牌坊之下，一行行《烈女传》之中，记录的是多少被侮辱与被损害妇女的悲惨控诉。
总之，提倡“真情”，反对“假理”，从明代中晚期的社会背景来看，也就是要肯定人欲而反对“天理”。亦如真情是人所天生的一样，人欲也是“生而有之”的。提倡真情、童心的天然也就是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假理遮蔽真情，亦如天理泯灭人欲，反对“假理”即反对“天理”。
最后，提倡真情，反对假理的思想反映到社会生活中，也就体现为对人欲的肯定，对天理的反对；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也就体现为“尚真色”，提倡文学创作必须以情为主，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表现作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反对用外在形式束缚情的表达。在这里，“情”（“童心”）已成为评判、衡量文学的标准。
对于“童心说”，李贽认为：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

出于童心，即是出于作者的真心，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所表达的也是作者的真情。反之若出于“道理闻见”，即是“假文”，其所表达的也是“假理”。在“童心”的旗帜下，李贽敢于批评古代圣贤的著作，他说：
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李贽之所以对古代圣贤的著作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并不是说这些文章真的“十恶不赦”，关键在于它们被道学家们当作“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实，成为他们用以道德说教的蓝本，而不是“绝假纯真”之内心的流露。李贽在《杂说》一文中云：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这段话形象地表达了李贽关于创作的独特见解。他对作家创作时的心理、情绪都描写得十分深刻、细致，但最重要的还是告诉我们，只有人心中自然而然流露的情感发而为文，这样的文章才是好的文章，才是出自“童心”的至文。至于文章的体裁与形式，为近体、为传奇、为院本、为杂剧，甚至是举子业的文章，都没有关系。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到：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可见“情”不仅具有超越生死的力量，而且情与理是对立的，而从杜丽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情有冲决一切的力量，可见情是胜理的。既然情是生而有之，且情能战胜一切，那么在处理戏剧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就要以情为主，词曲音律都要服从于情。在这一点上，汤显祖与“吴江派”代表人物沈璟之间的争论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像沈璟那样“宁协律而词不工”，以律害词、以律害情的作法在汤显祖看来是万万不可取的。他宁可“拗折天下人嗓子”（《答孙俟居》），也要“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答吕姜山》）。而“意、趣、神、色”的最终目地也是为了表现情。汤显祖在《焚香记总评》中说：
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手。

由此可见，在审美创作中，“神”和“情”、“真”是不可分离的。所传之“神”也就是真心真情，没有真心真情也就不能传“神”，也就不能显“真”，更不能使人“泪”，使人“颦”，使人“心动”，使人“肠裂”。
从李贽、汤显祖二人对“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思潮的批判也可从侧面反映出他们以情为主的创作主张。

李贽坚决反对蹈袭仿古之作，“前后七子”则认为古人的作品一定好，今人的作品一定不好，这就是刘勰所批评的“贱同而思古”（《文心雕龙·知音》。李贽坚决反对这种复古主义的文学思潮。他说：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汤显祖也反对明代文坛“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汤显祖在与友人论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文章时，云其“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
从中可明显看出汤显祖对于“前后七子”的创作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所创作的诗文是没有“意、趣、神、色”的。
李、汤二人之所以对“前后七子”等人的复古思潮有这么大的排斥感，根源就在于这些人的文章太拘于复古，太过讲究声调格律，而忽视了对内心世界的抒发，缺少了“真情”与“童心”。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情至”与“童心”却有相似之处，李贽的“童心说”对汤显祖的“情至说”有相当的启示意义，但汤显祖在具体概念上有其特定的含义，比如在对“真人”的定义，对情和欲的判断上，汤显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真人”自有之“真理”

汤显祖与李贽交往甚少，但神交颇厚。李贽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给予汤显祖深刻的影响，奠定了汤显祖的戏剧和文学思想的基础。
汤显祖是通过读《焚书》而成为李贽的崇拜者的。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的《焚书》在湖北麻城出版。那年，汤显祖正在南京礼部祠祭主事任上，见到李贽的《焚书》，就写信给担任苏州知府的友人石昆玉：
初，某公以吴宪拜中丞治吴，而明公亦以吴漕使守吴。南都人皆疑之，弟稍为不然。或二相亦欲得高品抚牧其乡耳。近从苏来者，并云石公有羔裘豹饰之节，仁而且勇，非吴大家所宜。然犹谓石而无瑕，人急不得施其牙。未几有此。虽然，公之品乃今无疑者矣。幸益自坚。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石昆玉是湖北黄梅人，黄梅与麻城相邻，故汤显祖请他访求李贽的著作。汤显祖写此信与《焚书》刻成同年，可见汤之心情迫切。
汤显祖读了李贽的《焚书》之后，顿受启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赞道：
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按理说，汤显祖与李贽的直接交往，远不如明德先生罗汝芳、可上人达观密切，但在汤显祖心目中，李贽的地位不在罗汝芳、达观之下，而且在汤显祖看来，李贽的思想“如获美剑”，更有锋芒，说明李贽对汤显祖的思想影响相当深刻。汤显祖后来创作的“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中所塑造的执着追求爱情和幸福的美丽少女杜丽娘的形象，正是对李贽“童心说”的生动而具体的艺术表现；作品所赋予杜丽娘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正是李贽反封建礼教和伪道学的艺术再现。
据《临川县志》卷十及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年谱》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即《牡丹亭》问世后一年，李贽往临川造访汤显祖，面晤于城东正觉寺。汤显祖很羡慕友人袁宏道与李贽有很深的交往，曾作《读锦帆集怀卓老》云：
                  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

 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

袁宏道曾师事李贽，李贽的激进思想影响了袁宏道“性灵说”文学主张的形成，也为公安派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汤显祖在赞誉袁氏诗文成就的同时，对李贽反传统的文学思想表示了由衷的敬仰。
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汤显祖在家中听到李贽狱中自杀的噩耗，不胜悲愤，遂作《叹卓老》诗以哀之。诗云：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
  知教笑舞临万杖，烂醉诸天雨杂花。

作为汤显祖尊敬与崇拜的导师，汤显祖说李贽以“笑舞临刀杖”的诗句，简约而准确地凸现出李贽的斗争精神和性格特点。
李贽去世后，在明王朝严禁李贽著作流行的情况下，民间学者仍然坚持编辑、评点、刊刻李贽的著作。汤显祖为《李氏全书》作总序，盛赞李贽的著作“传世可，济世可，经世可，应世可，训世可，即骇世亦无不可”，
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对李贽著作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汤显祖的文学主张与李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在汤显祖的诗赋、制义和传奇创作中，在他与友人所作的序文中都有阐发。汤显祖始终不渝反对“前后七子”的摹拟风气，力主创新。他在《合奇序》中指出：“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
又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
他还在《秀才说》中说：“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灵之所为，故天生人至灵也。”

上已言及，汤显祖与李贽都提倡真情，反对假理，在谈到这一点时，李贽由此延伸出“真人”、“假人”的概念。这些概念也还是从他所坚持的“童心”的丢失与否来判断的：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李贽认为，如果失去“绝假纯真”的“童心”，那么就失去“真心”，失去了“真心”，也就不复是一个“真人”。那么，“童心”是如何失去的呢？李贽认为有道理闻见主于心，童心便失，而“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
若以道理闻见为心，便成为假人。

由此可知，李贽的“真人”是因为读书识义理而成为“假人”的，即是说李贽所谓的“真人”是不读书的，不识义理的人。若有人的自然本性但却不识义理的人，长此以往，就缺少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一个没有特殊个性的人。
汤显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真人、假人的。他并不以“童心”的有无作为判断真人、假人的标准。反之，他具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原则。邹元江先生认为，“正是因为‘假人’没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矢志不渝的执着肯认，因而这种‘假人’永远没有一种自己所坚信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又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
汤显祖曾说：
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响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响而伺之，以自得意。

“假人”为“真人”苦什么呢？“真人得意”，就在于对一以贯之的道的豁然领悟，而“假人”根本不知“真人”为何得意，为了以示风雅，自以为了解“得意”之所在，以便附合之，“以相得意”，让“真人”不敢轻视自己。如论“真人失意”，也多是因其耿介率真所致，假人不明，以为真人之不顺与自己相同，认为真人与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同，因而“以自得意”，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基于这种认识，汤显祖并没有将其笔下的杜丽娘塑造成为不识义理的人，而是男、女《四书》，能逐一背诵，摹仿卫夫人的书法几可乱真，不仅有精巧过人的女红，而且有很强的分析意识和独立见解。她对陈最良“依注解书”的授课方法深感不足，认为《诗经》中的《关雎》篇并非歌咏后妃之德，而是表达男女爱慕之情的动人诗篇。当她步入春色满园的后花园后，她那番“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感慨，便成为她追求自由的呐喊。由“惊梦”到“寻梦”，她由官宦千金小姐一变而为敢于决裂、敢于献身的深情女子，后又为情而死，死后与阎王据理力争，为情而出生入死，还魂再生，最终完成了她生命的抗争和追求。这始终不渝的对情的执着追求，对自由的无限憧憬使杜丽娘无愧于“真人”的化身。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婚姻幸福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杜丽娘形象，何尝不是明代卓文君的化身？显然，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这一形象时，受到了李贽对卓文君为了“自择佳偶”，与司马相如私奔，是“天下第一嫁法”的启示和影响。《牡丹亭》所表现的强烈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除了在此之前已有李贽明确肯定卓文君私奔的观点广为流传外，同时代还没有一位思想家这么明确提出过。

李贽与汤显祖的“童心说”与“情至说”都肯定人欲，反对“天理”，但“情至说”不同于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泛情论。泛情论实际上把封建正统学者所谓的“天理”和“人欲”不加区分，这样的后果就是“满街圣人”、“人欲横流”。而汤显祖的“情至说”的超越性正在于把握了对情、欲的转化。在汤显祖看来，情的高扬并不意味着情欲的放纵。汤显祖执着于情，但他所说的情也是有善有恶的。汤显祖的“四梦”所系莫非一“情”：如果说《紫钗记》和《牡丹亭》是对“善情”的歌颂；《邯郸记》则是对“恶情”的批判；《南柯记》又别具一格，揭示了“善情”如何被“恶情”所吞噬。尤其是《牡丹亭》一剧，人物的感性之情转为大道之情，即至情，从而进入深层次的审美境界。

在《惊梦》一出，透过杜丽娘游园伤春的表像，揭示了这一大家闺秀内心深处被压抑的生命本能。人的自然天性越是在现实中遭压抑，就越容易受到外界刺激而喷发出来。而让杜丽娘在梦中与从未谋面的柳梦梅幽会欢合，实际上是将杜丽娘游园时表现的生理欲求展现出来，并且将这种平日里难以启齿的性梦“表现得淋淳尽致、深细精微、富有诗意，而且赋予性爱以启悟灵性、引导内在精神生命成长的意义，升华了性爱的生命意识”。
这种艺术描写使我们意识到，人的情欲并不是什么罪恶，相反的，压抑人的自然本真的情欲才是罪恶的。但这种情欲的满足只是人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初级阶段，它还需要上升到高级阶段，也就是归本于道（情）。杜丽娘最后死而复生，并与柳梦梅结为佳偶，印证了汤显祖所说的“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也即是情上升为审美境界时所产生的效果：它可以超越世俗的规范和常理的束缚，最终达到极至的境界。
汤显祖自云：“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他在《牡丹亭》中所刻画的执着追求爱情和幸福的美丽少女杜丽娘的形象，正是对李贽“童心说”的生动而具体的艺术表现。汤显祖曾说：“知音常苦稀”。茫茫人海，知音何在？所以当他看到李贽所著之《焚书》时，其欣喜之情是可以想见的。这种知遇之情与孔子所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心情相同。他们的“童心”、“情至”二说虽然仅是个人提倡的文艺思想，但却因其思想之深邃、影响之广泛而名留千古。如果非要将它们分出伯仲，则“童心说”在对“情”的提倡，“理”的批判上具有原创性；而“情至说”对“真人”的定义，对情与欲的判断方面，乃是以汤显祖率性贵真之气质为背景，并具有某种现代性的内涵。汤显祖敢于举起“唯情论”的大旗，以“情”做武器，与宋明理学和封建礼教分庭抗礼，其理论勇气和精神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李贽对传统的大胆怀疑、批判和反叛精神。这也是汤显祖之所以能与莎士比亚齐名，成为人类历史上天才的戏剧家、思想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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